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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毒树之果”是派生于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规则，源于美国的司法实践，但是我国

并未作出相关规定。该规则的确立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防止冤假错案，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因

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进行分析，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

情提出建议，以完善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希望对我国的法治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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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uit of the Poison Tree” is an important rule derived from the rule of excluding illegal evi-
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originating from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China 
has not made relevant provis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rule is conducive to discovering the 
truth of the case, preventing injustice, falsehood, and wrongs,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defendan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s, draws on useful experience,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based on China’s basic na-
tional conditions to improve China’s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rule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7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875
https://www.hanspub.org/


雷雨嫣 
 

 

DOI: 10.12677/ojls.2023.116875 6107 法学 
 

progr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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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急速发展和人们法律观念的不断深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得到更好的发

挥。一些冤假错案的真相历经重重困难浮出水面，无辜的人得以沉冤昭雪，但他们大多数被剥夺了几十

年的人身自由，其中更甚者只是因为报案被当作杀人凶手，最后以被死刑立即执行的方式告别人间。在

这些案件中，由于多种复杂原因相重合，如司法机关过于注重办案效率、执法人员不重视程序，“存疑

时有利于被告人”没有得到严格贯彻，而导致这些案件变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刑讯逼

供迫使被告人屈打成招，对被告人的人身造成了严重的侵害，从而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据统计，新

《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基于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而翻案的冤假错案比例上升，所占比例达 32%。

在陈永生教授的分析样本中则没有一例是基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翻案的。其主要因素是最近几年来

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对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诉讼理念不断深入，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再作疑罪从

轻的处理[1]。 
“毒树之果”，派生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规则，源自美国司法经典判例，在多个国家的

证据制度的司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2]。尽管我国法治水平在逐渐提高，还是会有很多刑事错案出现，

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使蒙冤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沉重打击。“毒树之果”作为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防止冤假错案，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

我国并未作出相关规定，然而对于“毒树之果”规则选择“砍树食果”还是“砍树弃国”，实质取决于

我国对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价值的取舍。本文主要结合“毒树之果”域外适用经验，探索该规则

在我国的适用空间并提出适宜于我国国情的适用建议。 

2. “毒树之果”概念及来源 

“毒树之果”一词最早出现在《圣经》中：“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大意是：大树的质

量决定果子的质量，大树本身是坏的，那么果子也是坏的。在法律中，“毒树之果”指通过非法证据所

获取的信息获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一个分支[3]，“毒树”是指以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得

的犯罪人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毒果”即通过这些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衍生出的第二手证据。“毒

树之果”的效力取决于非法取证行为与收集的证据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本质上是确定第一手证据

与第二手证据之间的关联性。若存在关联性，则说明二者均属非法证据而不可被采信；若无关联性，第

二手证据则可摆脱非法取证行为的“污染”，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3]。 
“毒树之果”起源于美国 1920 年希尔弗所恩木材公司诉美国联邦政府案[4]。在该案中，联邦法院确

立了关于非法证据的重要解释，要求执法人员不得通过违反法定程序的手段获得信息进而再收集获得其

他的证据材料，否则被定性为“毒树之果”不具备证据的证明能力。在美国之后的司法实践之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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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之果不能吃”这一理念得到了深入的贯彻执行，后在纳多恩诉美国一案中[5]，检察机关通过窃听纳多

恩的通话得知他偷税漏税并进行了控告，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没有认可通过窃听这棵“毒树”所获

得的“毒果”的效力；“王森诉美国”一案[3]中，联邦法院的大法官在 1963 年以 5:4 的微弱优势下正式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了“毒树之果”规则，基于上述三大案例，美国的联邦大法官们对于“毒树之

果”进行了恰当合理充分的适用并不断进行完善，标志着“毒树之果”规则在美国的发展越来越成熟[4]。 

3. “毒树之果”规则在各国的适用情况 

3.1. 美国采用绝对排除加例外的规则 

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是无视法律一一好

比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美国作为一个严格维护程序正义

的国家，最开始对“毒树之果”采用“砍树弃果”，防止被“污染”证据侵害被告人的权利。著名的辛

普森杀妻案中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当所有的证据都铁证如山时，因为一双被伪造的手套和带有血迹

的袜子，此前得到的一切证据的效力都被否定，因为违背了程序正义，辛普森被判定无罪[4]。由于法律

并不能将世界上的万千现象包揽其中，采用“砍树弃果”规则引发了一系列审讯困境，于是美国规定了

一些例外的规则，将“毒树之果”进行“稀释”，使其灵活变通以适用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 
一为“污染中断”的例外。是指“毒树”与“毒果”被其他外界独立因素断开，是“毒果”仍然可

以食用。即如果最初的证据与由原始证据获得的第二手证据之间如果有独立的介入因素，作为原始证据

的污染源被断开，那么原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的因果关系被减弱，第二手证据就可以不被排除，具有证

据能力。此规则确立于王森诉美国案[4]中，在该案中联邦反毒局执法人员非法逮捕王森，被释放后数

日王森主动返回警局作认罪供述。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王森的非法逮捕与随后发生的事情直至王森

作出认罪供述，它们之间的因果已经被削弱以致消除了证据的污点，因而被告人王森的认罪供述是可

以采用的。 
二为“独立来源”的例外。该例外由该例外由美国 1960 年贝纽诉合众国案确立。在适用“毒树之果”

规则时，派生证据如果可以从独立来源获取时，那么该证据则属于例外情形，不会被排除。 
三为“必然发现”的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必然发现”例外,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984

年的尼克斯诉威廉姆斯一案的裁决中认可的[6]。根据这一例外,某项原来非法获得的证据如果能够通过其

他合法调查途径“必然”被发现，那么它就具有可采性。 
四为“善意”的例外。排除规则的“善意例外”或“真诚例外”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利昂

等人的案件裁决中确立的[7]。确立这一例外的基本点是，执法人员进行搜查、没收时是“客观合理的可

信赖的”搜查证为依据的。就是说，这份许可证表面上是具有信赖利益的。 

3.2. 英国、德国采取裁量排除原则 

与美国的绝对实体正义不同，英国和德国相对保守，司法工作人员对“毒树之果”采用自由裁量原

则，也即对于基于非法方法获得的第二手证据，如果是对案件有帮助的，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酌情适

用。德国联邦法院与英国的巡回法院对于毒树之果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认为即使通过非法手

段获得的派生证据，只要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客观性，该证据就具备证明的效力和能力，能够

更好的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8]。 
显然，各国对“毒树之果”采用了不同的适用方式，这是由各个国家所追求的价值观所决定的。美

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更侧重于程序正义，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对于毒树之果选择“砍

树弃果”。反观英国，一个较为传统和保守的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惩罚犯罪之间追求一种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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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即“砍树食果”。 
相较于德、英为代表的“砍树食果”，美国采用的“砍树弃果”未免太过绝对，若完全追求程序正

义，那么实体正义又该如何保障？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应当保持一种平衡状态，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程

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所追求的目标，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建

设一个更完整的法治社会。 

4. “毒树之果”规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完善建议 

我国 1980 年出台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禁止以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得

作为定案的根据。”确定了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的效力，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刑

事诉讼证据制度就此确立，在刑事诉讼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司法界经过数十载的实践积累，在 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再一次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完善——《刑事诉讼法》(2018 修正)第五十

六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

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

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

的依据。”从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带有明显浓烈的禁止性色彩，到带有逐渐“柔性”的色彩，

反映我国立法对于公民权的保障越来越重视。“毒树之果”是否能够具有证据效力来来对犯罪嫌疑人定

罪量刑，这不仅关乎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对司法工作者职业道德素养的考量，更是

对国家和民族伦理道德的反思。 
美国作为司法上引领世界的国家，将“毒树之果”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我

国应该赶上世界潮流，向美国学习。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并且社会也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在借鉴

他国的法律制度时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了我们经验，应当在结合中国国

情的基础上，对“毒树之果”有放有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毒树之果”是可以进行变通，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灵活适用的。 
根据上文介绍的各国对于“毒树之果”的适用情况，美国的适用方式是显然与我国国情难以结合的。

在我国的法学界中，当有多个学说激烈碰撞时，往往都会选择折中说，以保证对“法”与“人”都能够

得到最大限度上的价值目标追求的实现。那么对于“毒树之果”，最好的适用方式就是采取“折中”做

法，即我国借鉴德国、英国做法，结合我国的司法制度进行适当的变通，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锦上添花，

保证司法公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动态平衡。对于“毒树之果”的取舍，

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要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并结合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因为“毒树之果”究竟有多“毒”，

是由多重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法官在对“毒树之果”进行自由裁量时，应从以下重要因素入手： 
重复性供述不一定“重复”，但是也不一定是新证据。2010 年，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

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经依法确

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明确了对于重复供述采用“毁树弃果”的

态度，那么怎样界定“重复供述”呢？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虽然实践中很少遭多次供述均来自刑讯逼

供的情况，但是基于侦查面对的是同一批人员，所以在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自白后，很难再进行相反

的供述或者辩解。所以在警察违法行为缺乏有效的抑制机制之前，重复供述的非法性排除很有必要。结

合美国的“独立来源”例外规则和“污染中断”例外规则，重复性供述的毒性取决于是否有外界因素的

介入以及该因素的介入是否导致第一次供述与后面的供述因果关系被切断，若因果关系存在，那么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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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供述”，应当排除。若因果关系被减弱甚至消失，那么可以将后面的供述视为新证据，认定其具

有证据能力。据此，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安排讯问人员“轮班制”，对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

至少保证有两人两次以上。从一定程度上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让他们讲真话，减少

冤假错案的发生[9]。 
根据犯罪的危害性进行对“毒果”进行取舍。不同类型的犯罪类型侵害的法益不同，对社会的危害

性程度也不同，导致排除“毒树之果”成本有所差别，如在盗窃案与故意杀人案中排除“毒树之果”的

代价截然不同，因为可能放纵一个窃贼与可能放纵一个杀人犯的社会影响是无法比拟的[4]。由于某些犯

罪对法益和对社会的侵害性极大，如果放过一个可能和杀一百个达到的社会危害性相当，那么这时候就

应该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天平上为实体正义加上砝码，通过合理解释补正证据的效力，采取“砍树

食果”以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整个社会的安全。 
采用个案认定的方式进行裁量，并通过指导性案例逐渐确立“毒树之果”规则[10] [11]，我国历来强

调实体正义、重主观轻客观，而且当前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要求应当更侧重于打击犯罪。因此，我国采取

相对排除的模式更为科学[12]。当然，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旧的法律不一定适合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因此

个案的适用会有些复杂。因此可以从中确定一些典型案例，以便后来的案件能够参考。我国特有的指导

性案例制度正好发挥其遵循先例、容易变通的特点[13]。关于“毒树之果”规则的指导性案例不但能指导

司法实践、统一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尺度，还可以逐步明晰相对排除“毒树之果”的考量因素、例外情

形等问题[14]。当前，应充分解释现有法律规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积累大量指导性案例后再以立法

的形式将这一规则确定下来。 

5. 结语 

我国虽然尚未明文规定“毒树之果”规则，但是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及其它法规中在不

同程度上体现了“毒树之果”精神，也反映出了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态度确实是予以司法工作人员

自由裁量权。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法律来规定，还是要靠判决来决定。司法活动作为区分是与非、善与恶

的标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使人们对法的敬畏感和信仰油然而生。可见如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将会导致公民丧失对法的信仰。“毒树之果”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其确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司法

工作人员滥用非法手段查案，核心的价值观充分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毒树之果”已逐

渐成为具有权威性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我国应当致力于逐步完善立法中“毒树之果”的空缺，结

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法治社会的核心要义，借鉴国外对类似案件的做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司法

实践中充分利用并进行自由裁量，针对不同的案件以及不同情形对症下药，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

进行适当取舍，为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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